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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省域旅游碳减排潜力

与旅游碳排放效率的交互响应

宋娜 原一敏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新疆科技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摘要：文章运用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视角的旅游碳减排潜力指数测度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

力，采用基尼系数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其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 PVAR 模型探讨旅游碳减排潜

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如下：(1)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整体呈波动式下降趋势，且形成

“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2)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基尼系数总体水平呈现波动缩小的态势，超

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

向分布格局，重心呈现向“西南—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4)长江经济带地区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

之间呈相互影响的负向动态关系，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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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 2023 年 3 月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认为如果从现在开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 2030 年前

排放量将减少近 50%。2018 年 5 月 7 日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国际旅游业的碳足迹占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的 8%，是之前预计的近 4 倍。旅游业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严重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

支柱产业，积极稳妥推进碳减排工作对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碳减排潜力的研究方法主要包含以下方面：①运用效率值测算。基于非径向 DEA 模型[1]、RAM-DEA 模型[2]、超效率

SBM-DEA[3]、非期望产出的 SBM-DEA 模型[4]等测算效率值作为测算碳减排潜力的研究指标，主要涉及工业[5]、农业[6]两个领

域。②情景分析法。运用情景分析法去测算国家[7]、区域[8]、省域[9]、市域[10]等不同空间尺度的钢铁[11]、交通[12]、电

力[13]、煤炭[14]、建筑[15]、水泥[16]等不同行业的碳减排潜力。③构建指标体系法。Wei 等提出基于加权公平和效率模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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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CO2 减排能力指数[17]，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如 Liang 等基于减排潜力指数的公平和效率对京津冀城市的减排潜力进行定

量分析[18]。冯冬等运用基于公平性和效率性原则的减排潜力指数对各城市的减排潜力进行了定量分析[19]。王凯等基于公平

与效率双重视角评估我国各省的旅游业碳减排潜力[20,21]。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视角对我国工业[22]和农

业[23]的碳减排潜力进行测算。

情景分析法能够在未来变化细微的情况下对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预测出较为准确的结果[24]，但依赖于人为的情景和参数

设置较多，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25]。效率法需设定最优效率值作为参照，计算当前情况与最优情况的差距测算出减排

潜力[26]，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对比分析的优势明显[24]，但测算碳减排潜力时由于采用不同的前沿面、不同的改进方法、是否

考虑非合意等均会影响研究结果[26]。碳减排潜力指数是基于加权公平和效率指数构建的，很好地兼顾了公平性、效率性和可

操作性，使得测算结果更为全面和精准。因此，本文参考 Wei 等[17]构建的碳减排潜力指数测算旅游碳减排潜力。

碳排放效率和减排潜力二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通过在不同案例地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发现产生了不

同的研究结果，因此二者关系及作用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胡剑波、丁利春等认为碳排放效率与碳减排潜力呈负相关关系

[27,28],Bian 等研究发现经济高度发达的东部地区实现了更高的碳排放效率，且碳减排潜力比例最低；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

实现了最低的效率，且碳减排潜力比例最大[29]。陈卫东等亦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碳减排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减排潜力相对较

小[30]。但也有学者对其有不同看法。Yu 等指出 2005—2020 年经济发达的江苏、天津、山东、北京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减排潜力

超过减排总量的 60%，在实现碳减排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31]。Wang 等分析了 2016—2025 年我国推行五种废物处理技术对能

源循环管理的影响，研究表明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具有较高的碳减排潜力[32]。以上学者的研究探索，说明旅游碳减排

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存在一定的关联，选取典型案例地和合理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有利于探索两者深度交互机理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碳减排潜力的研究多集中在工业、农业两大领域，对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的研究比较缺乏。长江经济

带 CO2 排放占全国总碳排放量的 37.5%，且仍有增长趋势，其率先实现碳减排目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因此，本文以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视角的旅游碳减排潜力指数测度旅游碳减排潜力，采用

基尼系数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其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 PVAR 模型探讨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

间的交互效应。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1.1.1 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耗的测度

采用“自下而上”法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旅游业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进行测度。将旅游业划分为旅游交通、旅游

住宿及旅游活动等 3 个部门，分别计算各个部门并汇总得到旅游业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具体计算公式参见文献[33]。

式中：Et表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旅游业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耗；Ejt 表示 t年旅游业 j部门的碳排放量/能源消耗；E1t、E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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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t 分别表示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的碳排放量/能源消耗。

1.1.2 旅游碳减排潜力指数模型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7,20]，采用兼顾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的碳减排潜力指数来反映减排潜力，数值越大碳减排潜力指数越

高。其公式为：

式中：i 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t为年份；ACAClit 为长江经济带 i省市在时期 t的旅游碳减排潜力值；ω为权重，均赋权

为 0.5;Equityit 表示 i省市在 t时期的旅游碳减排公平指数，包含赋予同等重要性的游客人均碳排放量 PC 和人均旅游收入 PP

两个指标；Efficiencyit 表示 t年 i省市的旅游碳减排效率指数，包含赋予等权重的旅游碳排放强度 CI 和旅游碳排放影子价格

Pc两个指标。为消除量纲的影响，需要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代入公式，游客人均碳排放量、人均旅游收入和旅游碳排

放强度指标需进行正向标准化处理，旅游碳排放影子价格指标需进行逆向标准化处理。

1.1.3 Dagum 基尼系数

Dagum 基尼系数既可以计算整体、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又能将基尼系数分解以深入了解其差异来源，主要分解为区

域内差异贡献、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和超变密度贡献。区域内基尼系数衡量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各省区之间旅游碳减

排潜力的差异，区域间基尼系数衡量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间碳减排潜力的差异，超变密度是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

下游地区时由于交叉项的存在对总差异产生的影响差异。此外，基尼系数还可以解决样本数据间交叉重叠的问题。具体计算公

式详见王林蔚等[34]。

1.1.4 标准差椭圆

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的中心坐标、方位角、面积、长半轴和短半轴等描述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的空间特征与演

化趋势。以旅游碳减排潜力的平均分布中心为重心，重心移动方向反映了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分布变化的空间轨迹。以

旅游碳减排潜力分布的主趋势方向为方位角，长、短半轴反映了旅游碳减排潜力在空间分布中的离散程度和集聚程度。具体计

算公式详见付永虎等[35]。

1.1.5 PVAR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 PVAR 模型构建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和旅游碳排放效率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利用脉冲响应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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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解明确变量间的复杂联系。

式中：i和 t分别代表省市和年份；j 代表滞后阶数；γj代表滞后 j阶的系数矩阵；Yit-j 表示 j阶滞后项；γ0 为截距项；

Yit 表示包含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两个变量的向量；αi 和βi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向量；εit 为随

机误差项。

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2.1 指标选取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9,20,23]，基于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旅游业的实际情况，选取以下 4项指标：①游客人均碳排放量，

取 11 个省市各年的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与各年的旅游人次数之比；②人均旅游收入，取 11 个省市各年的旅游总收入与各年的旅

游从业人员数量之比；③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取 11 个省市各年的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与各年的旅游总收入之比；④旅游业碳排放

影子价格，运用 MaxDEA 软件，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得到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各年的旅游业碳排放影子价格。

以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旅游业从业人员总数和旅游业能源消耗量作为投入要素指标，以旅游业总收入为期望产出指标，以

旅游业碳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表 1）。

表 1 旅游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特征 具体指标

投入指标

劳动力要素

资本要素

能源要素

旅游业从业人员总数（万人）

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旅游业能源消耗总量（亿 MJ）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旅游业总收入（亿元）

旅游业碳排放量（万 t）

1.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作为研究区域，研究时段为 2010—2020 年。本文所涉及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

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同时，本文将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按长江上中下游划分为 3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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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演变特征

2.1.1 时序变化

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均值从 2010 年的 0.476 下降至 2020 年的 0.415。分地区而言，

上中下游的旅游碳减排潜力均值分别为 0.354、0.367 和 0.406，区域之间差异较小，呈现出下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上游的空

间分布特征，部分数据见表 2。

由图 1可知，长江经济带除上海、湖北和四川的旅游碳减排潜力有所上升外，其他省市均呈下降趋势。从各省市的平均潜

力指数来看，浙江、江苏和云南的旅游碳减排潜力均值大于 0.4，减排空间较大，这 3个省的旅游业起步较早且发展相对成熟，

早期粗放式开发形成的累积效应，使得碳减排潜力数值较高，随着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追求，推动旅游产业从粗放开发向统筹

整合和集约开发转变，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碳减排潜力指数降低。小于 0.3 的省份仅有贵州，减排空间较小，

贵州森林覆盖率高达 62.12%，被誉为中国的“绿色走廊”，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其余省市的碳减

排潜力介于 0.3～0.4 之间，仍有一定的减排空间。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在保证自身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情况下，

碳减排潜力较大的省市也应承担相对较多的碳减排责任。

表 2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旅游碳减排潜力指数

地区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上海 0.351 0.177 0.282 0.489 0.473 0.487

浙江 0.673 0.562 0.371 0.468 0.406 0.444

江苏 0.524 0.459 0.428 0.444 0.271 0.475

安徽 0.513 0.310 0.268 0.348 0.263 0.407

江西 0.545 0.406 0.272 0.293 0.329 0.478

湖南 0.512 0.445 0.261 0.361 0.254 0.412

湖北 0.421 0.250 0.277 0.363 0.351 0.527

云南 0.659 0.366 0.598 0.465 0.288 0.313

贵州 0.342 0.301 0.267 0.301 0.291 0.317

重庆 0.293 0.375 0.267 0.406 0.396 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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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0.405 0.285 0.280 0.403 0.353 0.421

2.1.2 区域特征

2.1.2.1 基尼系数

①区域内差异。如图 2 所示，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总体水平的基尼系数均值为 0.133，呈现波动缩小

的态势，由 2010 年的 0.142 下降到 2020 年的 0.101，表明随着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促进了各地区间的旅

游交流与合作，缩小了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发展水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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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

进一步分析上中下游地区内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一方面，从变动趋势来看，上中下游地区的区域内基尼系数均呈现不断

波动下降的态势。上游和下游地区内部差异表现出收敛趋势，中游地区内部差异缩小趋势不明显。另一方面，从上中下游的空

间分异程度来看，上游地区内部差异最大，其次是下游地区，中游地区内部差异最小。上游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云

南旅游碳减排潜力水平均值排名第二，贵州旅游碳减排潜力最低。而下游地区包含浙江（排名第 1）和江苏（排名第 3）旅游碳

减排潜力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此外，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差异年均降低率依次为-5.56%、-0.36%和-6.89%，表明尽管上游和下

游地区内部差异大，但差距缩小速度也快。

②区域间差异。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发展水平区域间差异如图 3 所示。第一，从区域间演化过程来看，上中下游地

区两两之间的基尼系数在 2010—2020 年均呈现波动下降状态，上游与中游、上游与下游以及中游与下游地区间基尼系数年均降

低率分别为-1.75%、-3.63%和-5.15%，表明区域间旅游碳减排潜力差距不断收敛，实现区域共同减排。第二，从区域间差异大

小来看，上游与下游地区之间的碳减排潜力差异最大，均值为 0.139，上游与中游和中游与下游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均值

分别为 0.123 和 0.117。上游与下游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因素与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异较大，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地缘限制，使得上游与下游地区旅游碳减排潜力的

发展更加均衡。

图 2 长江经济带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基尼系数差异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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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基尼系数差异及变化趋势

③地区差异贡献。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发展水平地区差异贡献率如图 4 所示。第一，从演变趋势来看，区域内贡献

率基本稳定在 30%左右，波动幅度较小，但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区域间贡献率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从 2010 年的 31.00%上升

至 2020 年的 74.28%；超变密度差异贡献率呈现“M”型下降态势，从 2010 年的 39.75%下降到 7.93%，波动较为明显。第二，从

地区差异贡献率均值来看，超变密度贡献率均值最大，为 36.98%；地区间差异次之，为 35.16%；地区内差距最小，为 27.86%。

表明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主要源于超变密度和地区间的空间分异，而地区内差异贡献率相对

稳定，这意味着区域间样本的重叠交叉问题对旅游碳减排潜力协同发展的影响较大。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区域间的差异，尤其

是要关注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间碳减排的空间非均衡问题，进一步促进各区域间协调发展。



9

图 4 长江经济带基尼系数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率

2.1.2.2 标准差椭圆

如图 5所示，从碳减排潜力重心空间位置及所在地市可以看到，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重心地理坐标介

于 111°59′E～113°25′E 和 29°11′N～29°49′N 之间，2016 年以前，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重心均在湖南北部地区移动，

具体分布于湖南的常德、益阳和岳阳 3 个地级市，2016 年之后，碳减排潜力重心主要位于湖北的荆州。总体而言，其重心在湖

南和湖北两省交界处不断徘徊。究其原因：在研究前期（2010—2015 年），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优于上游地区，

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领域的有效投资，加之上游地区待优化的旅游产业结构与落后的低碳技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

所放松，使其重心逐渐向西南部地区转移；在研究后期（2015—2020 年），重心主要向东北地区转移，随着长江经济带上游地

区旅游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提出，其旅游环境质量得到大幅提升，重心向东北部迁移。从碳减排潜力

重心的移动距离与移动方向看，重心总计迁移 411.954 km，年均迁移约 41.195 km，重心迁移方向按照迁移距离大小排序：“东

偏北（208.568km）>西偏南（95.149 km）>西偏北（85.094 km）>东偏南（18.733 km）>北偏西（4.410 km）”，总体“东偏

北”迁移趋势较为明显，表明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碳减排潜力高值比例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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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标准差椭圆图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6)1612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从标准差椭圆的各项参数来看，2010—2020 年标准差椭圆面积表现为下降趋势，即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降低，且地区差

异呈现出缩小态势。长半轴在 2010—2015 年由 989.217 km 波动延伸至最高值 1 016.457 km，在 2020 年缩短至 926.707 km，

呈先增大后减小的演变趋势，说明碳减排潜力在东西向主轴上趋于离散状态，2015 年后逐渐聚集。短半轴由 2010 年 300.403 km

下降到 2015 年的 275.647km,2015—2020 年扩张至 300.325 km，表明碳减排潜力在南北向辅轴上趋于集聚，2015 年后逐渐扩散。

主轴始终大于辅轴，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格局。形状指数在考察期内有所增大，即椭圆圆化，意味着长江经济带碳

减排潜力指数更加均衡。方位角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由 2010 年的 79.176°最终升至 81.292°，椭圆整体呈顺时针方向转动。

2.2 长江经济带旅游碳排放效率水平

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碳排放效率逐年提升（图6），均值由2010年的 0.624提升至2020年的 0.898，提升了 43.91%。

分地区而言，上中下游的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均值分别为 0.796、0.604 和 0.952，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呈现出下游显著高于上

游，上游显著中游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6 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中上海、江苏和贵州的碳排放效率均值大于 1，处于生产前沿面上，上海和江苏经济

发展质量水平高，综合科技创新实力强，旅游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能源的高效利用，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力旅

游高质量发展。除了排名前三位的上海、江苏和贵州，四川的旅游业碳排放效率为 0.88，效率水平较高，但仍有提升空间；浙

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等 5 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均值一般，位于 0.6～0.7 之间，湖南、云南旅游碳排放效率相对较低，

均未超过 0.6，云南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都比较滞后，新业态新产品发展缓慢，且其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依赖性强，致

使云南旅游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都较高，阻碍了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可知，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旅游业

碳排放效率未达到有效水平，碳减排仍有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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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排放效率

2.3 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的互动关系

2.3.1 单位根检验

变量不平稳可能会导致虚假回归，对后续分析的有效性产生影响，首先需要对旅游碳减排潜力（TCERP）以及旅游碳排放效

率（TCEE）的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研究采用 LLC 检验、IPS 检验以及 ADF 检验 3种方法同时对各变量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

检验。由结果可知，TCERP 和 TCEE 这 2 个变量均不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未通过平稳性检验，在一阶差分后，P 值均

小于 0.001，两变量均在 1%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数据均平稳。

2.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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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保证参数估计的准确性。研究根据 AIC、BIC、HQIC 等 3 个信息准则

对最优滞后阶数进行选取，由结果可知，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为 1 阶。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判断长江经济带地区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由

表 3可知，旅游碳排放效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旅游碳减排潜力的格兰杰原因，旅游碳减排潜力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旅

游碳排放效率的格兰杰原因，由此，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表明二者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2.3.3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通过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以详细分析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图 7 所示，

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对自身冲击产生正向响应，当期影响值达到最大，随时间推移正向回应逐渐下降，且在第 2

期逐渐消失。面对旅游碳减排潜力的标准差冲击后，旅游碳排放效率当期为 0，随后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V”型影响态势，

在第一期达到最小值，随后逐渐上升至 0。旅游碳排放效率对旅游碳减排潜力冲击的响应为负向，在第一期时负向作用达到最大，

而后随着期数增加负向影响作用不断减弱，表明旅游碳排放效率会对旅游碳减排潜力产生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面

效应逐渐趋于消失。

表 3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原假设 X2 自由度 P值 结果

旅游碳减排潜力 旅游碳排放效率不是旅游碳减排潜力的格兰杰原因 6.1468 1 0.0130 拒绝

旅游碳排放效率 旅游碳减排潜力不是旅游碳排放效率的格兰杰原因 3.405 1 0.0650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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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脉冲响应

通过使用方差分解能更精确地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地区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由表 4 可知，

第 1 期旅游碳减排潜力的影响全部来自于自身，自第 2 期开始旅游碳减排潜力受自身的影响有所减弱并稳定在 95.00%，旅游碳

排放效率对旅游碳减排潜力的影响开始显现并稳定在 5%。相比之下，第 1期旅游碳排放效率主要是受其自身影响，自身贡献率

高达 97.60%，受旅游碳减排潜力的影响仅为 2.40%，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碳排放效率受自身的影响轻微减少并稳定在 94.50%，

旅游碳排放效率对旅游碳减排潜力的影响有所增加并稳定在 5.50%。

表 4 方差预测结果

预测期

dTCERP dTCEE

dTCERP dTCEE dTCERP dTCEE

1 1.0000 0.0000 0.0240 0.9760

2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3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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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5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6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7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8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9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10 0.9500 0.0500 0.0550 0.9450

总体来说，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证明旅游碳排放效率对旅游碳减排潜力产生负面影响，而旅游碳减排潜力对旅游碳排

放效率也存在显著负向抑制作用，二者呈相互影响的负向动态关系。因此，基于碳减排政策的推动、科技创新的驱动和绿色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升旅游碳排放效率的同时抑制旅游碳减排潜力，

确保碳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这对于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研究结论与启示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视角的旅游碳减排潜力指数测度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采用基尼系数

和标准差椭圆分析其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PVAR模型探讨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间的交互效应。

主要结论如下：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整体呈波动式下降趋势，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除上

海、湖北和四川的旅游碳减排潜力有所上升外，其他省市均呈下降趋势。浙江、江苏和云南旅游碳减排潜力大于 0.4，减排空间

较大；贵州旅游碳减排潜力小于 0.3，减排空间较小；其余省市介于 0.3～0.4 之间，仍有一定的减排空间。②从区域差异来看，

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总体水平的基尼系数呈现波动缩小的态势。从区域内差异来看，上游和下游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但

收敛趋势也较明显；中游地区内部差异最小且缩小趋势不明显。从区域间差异来看，上中下游地区两两之间的基尼系数均呈现

波动下降状态，上游与下游地区之间的旅游碳减排潜力差异最大，上游与中游和中游与下游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从地区

差异贡献率来看，区域间贡献率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超变密度和地区内贡献率表现为下降态势，且超变密度贡献率均值最大，

地区间差异次之，地区内差距最小。③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格局，

其重心地理坐标介于 111°59′E～113°25′E 和 29°11′N～29°49′N 之间，在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不断徘徊。2015 年之前，

重心逐渐向西南部地区转移，2015 年之后，重心主要向东北地区转移。④长江经济带地区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呈

相互影响的负向动态关系，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两者均受到自身和对方的双重冲击，前期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

率均受自身冲击较大，后期旅游碳减排潜力对旅游碳排放效率影响与旅游碳排放效率对旅游碳减排潜力的影响逐渐显现。

3.2 启示建议

由研究结论可知，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仍存在着一定的碳减排空间，旅游碳排放效率对旅游碳减排潜力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

效应。因此，缩小碳减排空间一方面是要提高旅游碳排放效率，全面优化旅游资源配置，改善旅游能源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降低旅游碳减排潜力，强化旅游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积极培育旅游新业态，推动旅游产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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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同时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发展水平差异逐步缩小，但其上中下游地区内部与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因此，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要达到整体碳排放效率提升，必须注重区域协同联动减排，完善交通网络，互补共享旅游资源，加强技术交

流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各省市旅游碳减排联动态势，缩小地区碳减排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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